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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在多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国出口贸易？ 

——基于引力模型的经验分析 

王孝松 

内容摘要：通过在国际贸易引力模型中加入贸易壁垒因素，本文定量考察国外对华反倾销对

中国出口贸易带来的影响。使用 1992 年至 2010 年中国同 24 个贸易伙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

析，本文发现贸易伙伴对中国商品实施的反倾销措施显著抑制了中国商品的出口；随后我们

使用反事实模拟方法度量反倾销措施对中国商品出口的抑制幅度，尽管贸易伙伴的反倾销措

施并未对中国出口发展造成根本性不利影响，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健

康发展，平均而言，反倾销使中国的出口额减少 1 到 2 个百分点，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反倾

销措施对中国商品出口的抑制效应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国外反倾销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抑制效应并非“微不足道”，中国各界高度重视国外的反

倾销措施，积极应对、探寻解决方案，努力降低反倾销给出口贸易造成的不利影响；中国对

重点国家要特别关注，不仅在发生反倾销诉讼时积极、妥善地进行应对，而且要采取措施同

国外相关集团沟通协调，从源头上遏止反倾销诉讼的发生。反倾销成为各经济体广泛使用的

贸易救济措施，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遭遇反倾销将成为常态，为此，中国政府要另辟蹊径，

特别重视同贸易伙伴签订特惠贸易协定，以达到稳定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关键词：对华反倾销；抑制效应；引力模型；“贸易缺口”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 WTO 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迅猛增长，遵循比较优势、实施

出口导向战略使中国获取了丰厚的贸易利益，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010 年

中国 GDP 已位居世界第二，而贸易额则高居世界首位。 

但与此同时，中国商品也遭遇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与争端。由于目前传统的关税壁

垒已经逐渐丧失了重要地位，世界各国进行贸易保护主要依赖于非关税壁垒（王孝松和谢申

祥，2009）。近年来，贸易伙伴频繁使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手段对中国

商品进行打压，限制中国商品进口，其中反倾销具有形式上合法、杀伤力强、针对性强、随

意性大、便于操作等特点，已成为各国谋求贸易保护的最重要手段。 

如今，中国商品在国外遭遇了数目众多的反倾销诉讼，已成为世界反倾销的头号目标

国。自 1995 年 WTO 成立以来，至 2011 年 6 月，全球共发起反倾销调查 3922 起，其中针

对中国产品的案件为 825 起，占全部案件的 21%。 

从对华反倾销的发起者来看，一方面，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利用反倾销对中国产

品高筑贸易壁垒；另一方面，印度、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频繁地通过反倾销措施限

制中国产品进口。表 1 列举了 1995 年至 2010 年对华发起反倾销诉讼的主要经济体，这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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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分布广泛，对华反倾销案件占其全部反倾销案件比重往往很高，而且相当比重的对华案

件最终导致了征收反倾销税。 

中国商品如此频繁地遭遇反倾销，并且被征反倾销税的比重也如此之高，这会对中国

出口造成多大的抑制作用？是否会对中国出口迅猛增长的势头产生根本性影响？针对反倾

销案件，中国各界该如何应对？本文旨在回答以上重要问题。 

目前，国内一些媒体和研究人员认为：尽管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频繁遭遇反倾销等贸

易壁垒，但这些壁垒对中国出口的不利影响十分有限，对中国贸易流量的抑制作用可以忽略

不计，因而中国面临的贸易壁垒问题并不重要，即使有企业因遭遇反倾销而被迫退出市场，

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相关部门不用针对贸易壁垒问题提出应对策略。 

以上观点是基于反倾销涉案金额得出的，持该观点的人指出，由于单个案件的涉案金

额往往只有数百或数千万美元，个别案件的涉案金额超过 1亿美元，而近年来中国出口总额

均保持在每年 1万亿美元以上的水平，所以反倾销案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十分有限。但应该

看到，数百或数千万的涉案金额对于某一特定行业或者企业来说，影响至关重要，有时甚至

可以毁灭一个企业，或阻碍一个行业的健康发展。特别地，反倾销措施产生的贸易抑制效应

不是孤立的，也不是静态的，某一国家对华反倾销很可能导致其他国家限制中国同类产品进

口的连带效应（Bown 和 Crowley，2007)，甚至会造成更大范围的“冻结效应（Chilling Effect）”

（Vandenbussche 和 Zanardi，2006），这些都是涉案金额本身无法反应出来的。由此可以认

为，中国频繁遭遇反倾销对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并非微不足道。 

 

表1 对华反倾销案件比重及征税案件比重（1995年至2010年） 

申诉方 印度 美国 欧盟 阿根廷 土耳其 巴西 南非 

全部案件数量 637 443 421 284 146 216 212 

对华反倾销数量 142 102 99 83 58 44 33 

比重(%) 22.3  23.0  23.5  29.2  39.7  20.4  15.6  

征税案件比重(%) 76.8  85.3  70.7  69.9  96.6  68.2  54.5  

申诉方 澳大利亚 墨西哥 加拿大 哥伦比亚 韩国 秘鲁 印尼 

全部案件数量 215 99 153 50 111 69 83 

对华反倾销数量 31 29 26 24 23 19 12 

比重(%) 14.4  29.3  17.0  48.0  20.7  27.5  14.5  

征税案件比重(%) 41.9  58.6  69.2  58.3  82.6  78.9  58.3  

注：比重=对华反倾销数量/全部案件数量；征税案件比重为对华反倾销案件中最终采取征税措施的比重。 

资料来源：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adp_e/adp_e.htm 

 

为了澄清以上问题，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首先估计反倾销措施对中国出口流量

是否产生了显著影响；如果影响显著，那么影响方向为何，幅度多大？贸易引力模型恰好为

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目前引力模型已被开发成为测算贸易潜力、鉴别贸易集团效果、

分析贸易模式以及估计贸易壁垒边界成本的重要工具( 盛斌、廖明中，2004) ，但运用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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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对特定形式的贸易壁垒对贸易流量的影响进行解释和分析的相关研究仍显匮乏，本文将

在贸易引力模型中纳入各种反倾销变量，对中国遭遇反倾销措施的效应进行评估。 

二、文献评述 

所谓倾销，是指以低于公平价值销售产品的行为（USITC，2005）。具体来说，是指经

过剔除商品、购买数量和销售环境的差异之后，外国商品在进口国市场上以低于本国市场的

价格（“正常价值”）进行销售的行为。在确认国外厂商存在倾销行为后，还要判定倾销行

为是否对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的威胁。只有在确认从国外进口的商品存在倾

销、存在实质性损害或损害威胁、并且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时，才可征收反倾销税。 

由于反倾销已成为当前最重要的贸易救济措施，因而引发了学者们浓厚的研究兴趣，

有关反倾销问题的研究层出不穷。Blonigen 和 Prusa（2003）对反倾销文献进行了精彩的评

述，将已有研究分为反倾销动因和反倾销效应两类，而讨论反倾销效应的文献又可进一步分

成两类：一是反倾销对有关国家进出口数量和价格的影响，即反倾销措施的直接影响；二是

反倾销对市场供求、企业竞争策略等微观经济活动以及对进出口国的产业结构、投资区位、

就业、福利等宏观经济活动的影响。 

本文即属于探讨反倾销直接影响的研究。在这一领域，Staiger 和 Wolak（1994）考察

了 1980 年至 1985 年美国的反倾销措施对相关产品进口和国内产量的影响，他们通过较为复

杂的结构计量方程估计出，征收反倾销税使相关行业的进口额平均降低了 17%，使国内产

量平均提高了 2.3%。Prusa（1997）使用 1980 年至 1988 年美国反倾销数据考察反倾销的贸

易转移效应，发现由于反倾销调查的发起，美国从非指控国的进口额第一年增长约 20%，

此后 5 年增长超过 40%。此后，学者们沿此思路，考察了不同阶段、不同经济体、不同产

品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大多数研究得出了反倾销显著抑制进口的结论（Vandenbussche 等，

2001；Brenton，2001；Cuyvers 和 Dumont，2004；Konings 和 Vandenbussche，2008；Pierce，

2009）。由于中国是世界上反倾销的头号目标国，因而对定量研究中国遭受反倾销贸易效应

的文献较多（赵瑾，2003；沈国兵，2008；向洪金，2008；刘重力、邵敏，2009；冯宗宪、

向洪金，2010），近年来又有学者关注中国对外反倾销的贸易效应（鲍晓华，2007；苏振东

等，2010；李春顶，2011），这些文献都对本文的研究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然而，针对中国的研究只能表明反倾销措施显著抑制了相关产品的贸易，或者反倾销

产生了贸易转移效应，并不能精确地识别出反倾销对贸易活动的抑制程度；Staiger 和 Wolak

（1994）针对美国反倾销的研究虽然可以估计出反倾销对进口额的影响程度，但综合考虑进

口额和国内产量的结构方程过于复杂，计量结果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大，并非探究反倾销贸

易效应的最佳方法。本文将使用国际贸易定量研究中最为成熟、最为普遍的贸易引力模型，

在其中纳入反倾销因素，通过反事实模拟方法，直观地估计出国外反倾销措施在多大程度上

限制了中国产品出口。据我们所知，目前尚未有文献使用此种方法考察具体贸易政策的贸易

限制效应，本文将在此领域率先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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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的引力模型来源于自然科学中的“万有引力法则”，类似于两个物体之间的

引力同其质量和距离之间的关系，两国间的双边贸易流量规模同各自的经济总量成正比，同

双边距离成反比（Tinbergen，1962；Poyhonen，1963)。但双边贸易流量显然不会只受经济

规模和地理距离的影响，因而后续的研究中，学者们在贸易引力模型中逐渐加入了其他变量：

Linnemann（1966）加入了人口因素；Leamer（1974）加入了人均收入；Bergstand（1985）

纳入了汇率因素；Bergstand（1989）考虑了是否属于同一个经济组织；Wei（1996）加入了

是否拥有共同语言或文化；Mayer 等（2008）考察了历史上的殖民关系。 

引力模型由于形式简洁、直观，在国际贸易研究中获得广泛使用，而且自使用以来，

估计结果十分令人满意：关键变量的估计系数始终同预期相符，并且显著；在此基础上新纳

入的各个变量的估计系数也大多同预期相符，较好地解释了现实中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因

素。 

由于是模仿自然科学的公式而纳入解释变量，因此引力模型被认为缺乏理论基础。直

到 Anderson (1979)使用一个不变替代弹性（CES）的效用函数为引力模型提供了微观基础，

从而解决了该计量模型没有理论基础的问题。此后，Helpman 和 Krugman（1985）、Bergstrand 

(1985，1989)、Deardorff (1998)、Evenett 和 Keller (2002 )、Anderson 和 van Wincoop (2003)

均尝试从不同角度出发，为引力模型寻找经济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在国内方面，也有大量基于引力模型进行研究的文献。这些文献或探讨引力模型的理

论基础（谷克鉴，2001；史朝兴等，2005），或利用引力模型测定中国同贸易伙伴的成本（钱

学锋、梁琦，2008；施炳展，2008），或考察特定商品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潘向东等，2005；

刘红梅等，2010），或将引力模型的考察对象扩展到 FDI（程慧芳、阮翔，2004；蒋殿春、

张庆昌，2011）和服务贸易（周念利，2010；许统生、黄静，2010）。 

如今，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的定量研究中获得成功，新纳入的各变量也能阐明不同作

者考察的特定问题，并且在预测贸易潜力方面得到广泛应用。但目前尚未有文献在引力模型

中直接纳入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变量，以此来考察反倾销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作用，本文将

率先在引力模型中纳入描述反倾销的各变量，并在此基础上估算反倾销措施对中国出口的影

响程度，这不仅对于引力模型是一个重要的扩展方向，而且为准确评估贸易救济措施对中国

出口的限制效应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三、计量方法与数据 

（一）引力模型计量方程 

最基本的国际贸易引力模型以双边贸易额为被解释变量，以贸易双方的GDP和双边距离

作为解释变量，可以将其以对数形式表述如下： 

ititititit distPGDPCGDPExport   )log()_log()_log()log( 3210  （1） 

由于本文考察反倾销措施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作用，因而 itExport 表示时期t中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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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伙伴i的出口额。
itCGDP_ 为t时期中国的GDP，

itPGDP_ 为t时期贸易伙伴i的GDP，

itdist 为中国同贸易伙伴i之间的距离。①
 

纳入反倾销变量及其他因素，可以得到扩展的引力模型方程： 

)log()_log()_log()log( 3210 itititit distPGDPCGDPExport    

ititgAntidumpin   itControlB
'

4                            （2） 

其中
itgAntidumpin 为刻画贸易伙伴i在时期t对中国商品实施反倾销情况的变量，本文

的经验分析包含了的内容十分丰富，围绕反倾销申诉的实际情况，纳入四个指标描述反倾销

状况：一是贸易伙伴i在特定时期t是否针对中国商品发起反倾销诉讼（
itInitiation ），发起

诉讼设定为1，未发起诉讼设定为0；二是贸易伙伴i在特定时期t针对中国商品发起反倾销诉

讼的案件数量（
itNumber ）；三是贸易伙伴i在特定时期t针对中国商品发起的反倾销诉讼中

确认倾销的数量（ itDumping ）；四是贸易伙伴i在特定时期t针对中国商品发起的反倾销诉

讼中确认构成损害的数量（
itInjury ）。根据现实中反倾销措施的运行机制和已有文献的研

究结论，贸易伙伴对华发起反倾销将会抑制中国产品出口，无论是发起反倾销产生的“申诉

效应”，还是确认倾销和损害成立后的“征税效应”，都会起到保护本国市场、限制中国产

品进口的作用。因此 4 的估计结果应该显著为负。 

itControl 为控制变量向量，包含引力模型中经常纳入的种种变量， '
B 为系数矩阵。

itControl 中包含的变量众多，既包括人均GDP、人口、相对地理距离等引力模型中对GDP、

绝对距离等核心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还包括共同语言、共同边界、共同文化、共同法

律起源等虚拟变量，还包括特惠贸易协定、贸易伙伴关税水平等贸易政策变量。在保证实现

研究目的的同时，为尽量克服多重共线性问题，以及避免经济意义上相近的变量共同纳入计

量模型，我们最终确定的计量方程如下： 

)log()_log()_log()log( 3210 itititit distPGDPCGDPExport    

ititititit WTOTariffPTAgAntidumpin   7654
                     （3） 

其中 itPTA 为特惠贸易协定虚拟变量，如果在时期t，中国和贸易伙伴i签订了特惠贸易

协定，则该值为1，否则为0，该变量能控制特惠贸易协定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作用；②

itTariff

为贸易伙伴i在时期t的平均关税水平，能控制关税壁垒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作用； itWTO 为虚

拟变量，中国入世之后的年份设定为1，之前为0，这可以控制中国入世对出口带来的显著促

                                                        
① 中国同特定贸易伙伴的距离不随时间而变化，但为了构造同其他变量相匹配的面板数据，我们仍在该变

量的下标中加入时间 t。 
② 众多文献将特惠贸易协定称为“自由贸易协定（FTA）”，加入 FTA 的成员之间实行自由贸易，而对来自

FTA 之外的成员实施进口限制。FTA 的签订显然会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造成显著影响，应该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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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作用。 

（二）数据描述 

以扩展的引力模型（3）式作为计量方程，本文使用1992年至2010年中国同24个贸易伙

伴的面板数据定量考察国外反倾销措施对中国出口的限制作用。选取1992年作为起始年份，

是因为中国从1992年开始确立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经济改革方针，从此步入了

市场经济道路，出口贸易才真正得以遵循市场规律、按照比较优势进行；2010年的数据是截

止本文写作时所能获得的最新数据。选取考察对象的依据是：这些经济体既是中国的重要贸

易伙伴，即中国对这些伙伴的出口额较大；这些经济体在考察期内至少一次采取反倾销措施

限制中国产品进口。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并且各方面数据可得，我们最终筛选了24个经

济体作为考察对象。
③
 

 

表2 变量描述及预期符号 

变量 变量含义 均值 标准差 预期符号 

被解释变量     

Export 中国对贸易伙伴出口额(百万美元) 33183.2 147831.1  

Log(Export) 中国对贸易伙伴出口额对数值(百万美元) 7.558 2.426  

解释变量     

Log(GDP_C) 中国GDP对数值(百万美元) 14.196 0.772 + 

Log(GDP_P) 贸易伙伴GDP对数值(百万美元) 12.459 1.786 + 

Log(DIST) 中国同贸易伙伴地理距离对数值（公里） 8.984) 0.760 - 

PTA 中国同贸易伙伴是否签订了特惠贸易协定 0.061 0.240 + 

Tariff 贸易伙伴的平均关税水平（%） 6.450 4.473 - 

Initiation 是否针对中国商品发起反倾销诉讼 0.498 0.501 - 

Number 对华反倾销数量 1.853 3.071 - 

Dumping 确认中国商品倾销数量 1.414 2.560 - 

Injury 确认中国商品构成损害数量 1.305 2.447 - 

WTO 中国入世虚拟变量（2002年以后=1） 0.474 0.500 + 

 资料来源：详见文中所述 

 

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对特定贸易伙伴的出口额，来源于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 

CEPII的Gravity Dataset数据库提供了引力模型研究中所需要的解释变量数据，数据范围

涵盖了1980年至2006年。④在本文使用的数据中，1992年至2006年的GDP和关税数据，以及

地理距离数据来源于Gravity Dataset数据库，2007年至2010年的GDP和关税数据从世界银行

数据库中获得。⑤特惠贸易协定数据来源于WTO官方网站，我们根据网站提供的各协定参与

                                                        
③ 这 24 个经济体包括：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

来西亚、韩国、泰国、以色列、土耳其、南非、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智利、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委内瑞拉、秘鲁和牙买加。 
④ 网址为 http://www.cepii.fr/anglaisgraph/bdd/gravity.htm。该数据库还包含人口，人均 GDP，国土面积，共

同语言、文化、法律渊源等数据，我们在初步回归时也纳入了这些变量，尽管没有在最终的计量模型中出

现，我们仍指出这些数据可从 Gravity Dataset 数据库中获得。 
⑤ 网址为 http://data.worldbank.org/，个别国家某些年份的 GDP 或关税数据无法获得，我们从这些国家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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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名单来为变量PTA赋值。⑥ 

四个反倾销变量均来自于Brandies大学Bown教授建立的全球反倾销数据库，该数据库包

含WTO主要成员国反倾销的各方面信息，我们根据相关信息整理出这四个变量的取值。⑦
 

各变量的含义、描述性统计和预期符号参见表2。 

四、经验分析结果 

（一）引力模型估计结果 

本文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是
itgAntidumpin ，我们使用四个不同的变量来刻画国外对华

反倾销状况，基准的回归结果列于表 3 的（1）至（4）列之中。根据回归结果，四个反倾销

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就是说，无论是发起反倾销诉讼，还是

反倾销案件数，或是确认倾销及损害的数目，都会显著抑制中国产品出口，因此，反倾销已

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健康发展的重要障碍。 

传统引力模型中的核心解释变量均显著且与预期相符：中国 GDP、贸易伙伴 GDP 均显

著促进了中国出口，而中国同贸易伙伴地理距离越远，中国出口额越低。从系数取值范围来

看，中国出口额对本国 GDP 的弹性介于 0.92 到 0.96 之间，而中国出口额对贸易伙伴 GDP

的弹性介于 0.96 到 0.99 之间，表明贸易伙伴的需求因素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略大于中国

的供给因素。另外，中国出口额对地理距离的弹性介于-0.33 到-0.38 之间。 

根据我们的理解，在控制变量中，对中国出口产生重大影响且在计量模型中不会引发严

重共线性问题的变量有关税、特惠贸易协定和中国入世虚拟变量。根据计量结果，这三个变

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且同预期相符：同中国签订特惠贸易协定的贸易伙伴往往从中国进口更

多的产品；贸易伙伴的平均关税水平越高，中国对该伙伴出口额越低；加入 WTO 显著促进

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 

使用四个指标刻画国外对华反倾销状况，反倾销变量均显著为负，已经证明了我们估计

结果的稳健性。为进一步保证稳健性，我们又进行了多组计量检验。表 3 中（1）至（4）列

的计量方程中纳入了地理距离，该变量不随时间而变化，因此在（1）至（4）列的回归中无

法加入截面固定效应。而人们对早期引力模型的批判之一便是其使用截面数据进行回归，无

法纳入使用固定效应。引力模型估计中使用面板数据的重要作用之一便是可以加入固定效应

（Egger，2002），将遗漏的重要解释变量吸收进来。因而在表 3 的（5）至（8）列回归中，

我们将地理距离去掉，代之以截面固定效应。 

此时，回归结果同（1）至（4）列大体相同，国外反倾销措施显著抑制了中国产品的出

口。各变量的估计系数大多仅是在取值范围上发生了一定变化，只有 PTA 估计系数的显著

性大幅下降。可能的原因在于，截面固定效应中，包含了贸易伙伴的种种特征，是否同中国 

 

                                                                                                                                                               
局官方网站查找相应数据作为补充。 
⑥ 网址为 http://rtais.wto.org/UI/PublicMaintainRTAHome.aspx。 
⑦ 网址为 http://econ.worldbank.org/ttbd/。 

http://econ.worldbank.org/tt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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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引力模型估计结果 

 (1) (2) (3) (4) (5) (6) (7) (8) 

常数 -14.98*** 

(1.282) 

-14.62*** 

(1.458) 

-14.35*** 

(1.466) 

-14.11*** 

(1.459) 

-3.133*** 

(0.542) 

-3.000*** 

(0.513) 

-3.023*** 

(0.520) 

-2.898*** 

(0.564) 

Log(GDP_C) 

0.956*** 

(0.031) 

0.950*** 

(0.033) 

0.933*** 

(0.034) 

0.928*** 

(0.034) 

0.120*** 

(0.019) 

0.111*** 

(0.017) 

0.107*** 

(0.017) 

0.107*** 

(0.017) 

Log(GDP_P) 

0.982*** 

(0.022) 

0.963*** 

(0.022) 

0.971*** 

(0.024) 

0.977*** 

(0.024) 

0.345*** 

(0.016) 

0.347*** 

(0.013) 

0.352*** 

(0.013) 

0.352*** 

(0.013) 

Log(DIST) 

-0.346*** 

(0.145) 

-0.332** 

(0.167) 

-0.348** 

(0.167) 

-0.375** 

(0.167)    

 

PTA 

0.116*** 

(0.024) 

0.129*** 

(0.018) 

0.120*** 

(0.020) 

0.116*** 

(0.020) 

0.012 

(0.022) 

0.029* 

(0.016) 

0.027* 

(0.015) 

0.025* 

(0.015) 

Tariff 

-0.045* 

(0.025) 

-0.065** 

(0.028) 

-0.061** 

(0.028) 

-0.059** 

(0.028) 

-0.043*** 

(0.008) 

-0.035*** 

(0.010) 

-0.034*** 

(0.010) 

-0.032*** 

(0.011) 

Initiation 

-0.087** 

(0.008)  

  -0.045*** 

(0.008) 

   

Number  

-0.004*** 

(0.001) 

   -0.006*** 

(0.001) 

  

Dumping 

  -0.010*** 

(0.002) 

   -0.010*** 

(0.001) 

 

Injury 

   -0.012*** 

(0.002) 

   -0.011*** 

(0.001) 

WTO 

0.335*** 

(0.015) 

0.326*** 

(0.014) 

0.332*** 

(0.014) 

0.333*** 

(0.013) 

0.322*** 

(0.013) 

0.325*** 

(0.010) 

0.333*** 

(0.009) 

0.333*** 

(0.009) 

截面固定效应 无 无 无 无 有 有 有 有 

调整的 2R  0.987 0.983 0.982 0.981 0.997 0.997 0.997 0.996 

D.W. 1.986 2.005 1.986 1.988 1.996 1.998 1.995 1.992 

F 统计量 4745.5 3760.1 3626.3 3403.3 21105.0 17581.7 16034.8 12271.0 

括号中为标准差，***、**与*分别表示估计的系数在 1%、5%与 10%的水平上显著。 

 

签订特惠贸易协定也包含其中，因而 PTA 的贸易促进作用被固定效应吸收了，表现出

显著性水平降低的情形。 

随后，我们又使用人均 GDP 代替 GDP，并加入人口、国土面积、是否有共同边境等因

素，估计结果依然稳健：传统引力模型中关键变量的估计符号同预期相符且显著，反倾销变

量均显著为负，表明国外对华反倾销措施显著抑制了中国产品出口。出口额、GDP 等经济

总量的数值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呈上升趋势，因此这些变量在时间维度上是非平稳的，我们又

尝试在计量模型中加入 Log(Export)的滞后一期值，使用动态面板方法进行估计，计量结果

仍然表现出反倾销变量显著为负。⑧另外，反倾销裁定需要经历一段时间，不同经济体的裁

                                                        
⑧ 我们对被解释变量进行了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在时间维度上，该变量确实非平稳。由于本文使用

的是 19 年、24 个截面的面板数据，并非“短时间、宽截面”的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分析可能会造成

估计结果的偏误。这样，本文以最小二乘法作为基准检验，动态面板分析仅作为敏感性检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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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周期有所差别，从一个月到一年以上不等，因而用某年的反倾销数据对应当年的出口数据，

可能会产生匹配偏差，我们又使用反倾销变量的滞后一期值作为解释变量进行估计，考察上

一年的反倾销发起及裁定状况对当年出口额的影响作用，结果未发生显著变化。这些都一致

表明我们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⑨
 

由表 3 可见，引力方程的拟合优度很高，方程在整体上显著，且不存在严重的自相关问

题。这表明我们的计量模型形式设定较好，可以用其进行一些模拟和预测。 

（二）反事实模拟 

引力模型的估计结果常常被用来测算“贸易潜力”，我们在表 3 估计结果的基础上，进

行反事实模拟，即在回归方程中去掉反倾销变量，计算出口额的拟合值（潜在出口额），并

与存在反倾销变量时的出口拟合值（真实出口额）进行比较，计算所谓的“贸易缺口”指数。 

我们以表 3 中第（2）列和第（4）列的计量方程作为模拟的基础方程，它们纳入的反倾

销变量分别为反倾销案件数量和确认损害数量。 

基于案件数量的“贸易缺口”估计结果列于表 4 之中，限于篇幅，我们仅列出了几个

具有典型意义的贸易伙伴和全部样本的估计值。对于美国、欧盟、和澳大利亚来说，根据我

们的模型，无论选取哪一年份，反倾销措施都造成了中国对这些经济体出口贸易的“缺口”。

以美国为例，各年份的“真实出口额”与“潜在出口额”之比均小于 100%，最大值为 99.5%，

最小值为 95.9%，平均值为 97.8%，意味着考察期内，美国对华反倾销使中国产品对美国

出口减少了 2.2%，影响最大的年份使中国对美出口减少了 4.1%。对于印度、南非和印度

尼西亚而言，对华反倾销在多数年份会产生“贸易缺口”，但在一些年份，“真实出口额”

与“潜在出口额”之比大于 100%，意味着在特定时期，反倾销不仅没有阻碍中国产品出口

至这些国家，反而对出口有所促进。可能的原因在于，计量方程的估计系数代表各年份的平

均水平，如果某一年贸易伙伴未发起对华反倾销诉讼，则去掉反倾销变量之后，拟合出的“潜

在出口额”可能会小于存在反倾销变量时拟合出的“真实出口额”；由于一些解释变量仅随

时间变化，而在截面上无变化，因此计量模型无法加入时点固定效应，尽管对于我们要考察

的问题，时点固定效应并不重要，但考察单个年份的“贸易缺口”时可能会因计量模型中没

有时点固定效应而有所偏差。从全部样本来看，国外反倾销在各年份都造成了中国的“出口

贸易缺口”，考察期内使中国的出口额平均减少 1.3%。 

基于确认损害数量的“贸易缺口”估计结果列于表 5 之中。同表 4 的结果相比，“贸

易缺口”的波动性增大，欧盟、印度在一些年份的“贸易缺口”比值大于 100%，而且还存

在 106.8%的较高值。南非、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贸易缺口”比值相对较小，意味着

这些国家对华反倾销对中国产品进口造成了较大的抑制作用。全部贸易伙伴在整个考察期内

发起反倾销的平均效应为 98.1%，即造成中国出口额平均减少 1.9%。 

尽管我们估算出的反倾销影响效应较小，即贸易伙伴的反倾销措施并未对中国出口发展

                                                        
⑨ 这些计量结果未报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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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根本性不利影响，但反倾销的影响效应也并非微不足道。一方面，从总体上看，中国近

年来每年保持 1 万亿美元以上的出口水平，1.5%的贸易抑制效应将导致中国出口额每年减

少 150 亿美元，如果累积多年，这一规模十分可观；另一方面，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

家的反倾销措施对中国出口的抑制作用要高于平均水平，而发达国家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对

象，出口额降低 2%至 3%，可以对相关出口行业或企业带来致命的打击。 

 

表 4 反倾销带来的出口贸易“缺口”（基于案件数量） 

 美国 欧盟 印度 南非 印度尼西亚 澳大利亚 全部样本 

1992 98.6 97.7 102.4 99.4 100.3 96.3 99.2 

1995 99.5 98.6 101.4 100 100 97.9 99.2 

2000 97.5 98.2 98.2 99.2 100 97.1 98.8 

2001 97.1 100 96.8 100.4 100 96.4 98.6 

2002 97.2 99.4 97.3 101 100.1 97.9 99.2 

2003 96.8 99.6 100 99.2 100 97.4 99 

2004 98.2 97.4 99.6 100.2 99.9 97.3 98.9 

2005 98.9 97.7 98.4 98.6 99.5 97.2 98.7 

2006 98.8 96.2 99 100 98.9 96.8 98.4 

2007 95.9 98.2 97.7 98.5 98.8 97.4 98.3 

2008 96.2 98.2 96.3 99.9 98.7 96.6 98 

2009 95.9 98.2 97.6 99.9 98.3 97 98 

2010 98.7 97.5 97.4 100.1 98.5 97.2 98.3 

19 年平均 97.8 98.3 99.3 99.6 99.6 97.2 98.7 

表中数值为百分比，由 T1 除以 T2 得出。其中 T1 为引力模型中加入反倾销变量时 

出口额的拟合值，T2 为未加入反倾销变量时出口额的拟合值。下表同。 

 

表 5 反倾销带来的出口贸易“缺口”（基于确认损害数量） 

 美国 欧盟 印度 南非 印度尼西亚 澳大利亚 全部样本 

1992 95.9 99.2 96.7 92.3 103.7 93.2 94.2 

1995 97.4 98.3 97.6 96.0 95.8 93.4 94.3 

2000 96.6 102.3 98.5 92.9 105.9 94.6 94.7 

2001 96.7 99.1 95.4 95.4 96.4 91.4 101.2 

2002 96.9 106.8 99.3 95.6 95.5 92.8 101.5 

2003 97.1 98.5 102.1 97.0 90.0 90.8 96.9 

2004 97.3 102.9 103.6 94.0 89.1 92.2 95.9 

2005 97.6 99.4 98.5 94.1 89.6 92.6 98.4 

2006 96.6 101.0 102.1 95.6 90.1 95.4 98.7 

2007 96.8 98.4 99 93.6 91.5 94.6 106.3 

2008 97.0 98.7 101.1 96.0 91.7 92.6 98.7 

2009 97.1 97.9 97.2 93.9 90.8 95.4 96.5 

2010 97.3 96.2 93.4 94.0 90.8 95.5 97.8 

19 年平均 96.9 99.9 98.8 94.6 93.9 93.4 98.1 

 



 

 11 

五、结论性评述 

（一）本文结论 

通过在引力模型中纳入反倾销变量，本文定量考察贸易伙伴的反倾销措施对中国出口的

影响作用。使用 1992 年至 2010 年中国同 24 个贸易伙伴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我们发现

贸易伙伴对中国商品实施的反倾销措施显著抑制了中国商品的出口。通过反事实模拟的方法

计算“贸易缺口”指数，我们发现贸易伙伴对华反倾销措施使中国的出口额平均减少 1 到 2

个百分点，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反倾销措施对中国商品出口的抑制效应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传统引力模型中的重要解释变量均显著并且符号同预期相符。本文纳入的反映贸易政策

安排和中国入世的变量也均显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根据计量结果，中国同贸易伙伴签订

的特惠贸易协定（PTA）对出口贸易能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政策含义 

国外对华反倾销每年抑制了中国 1%到 2%的出口贸易，从而表明反倾销对中国产品的

贸易抑制效应并非“微不足道”。这就需要中国各界高度重视国外的反倾销措施，积极应对、

探寻解决方案，努力降低反倾销给出口贸易造成的不利影响。 

经验结果表明，反倾销的贸易抑制效应因国别而存在差异，中国对重点国家要特别关

注，不仅在发生反倾销诉讼时积极、妥善地进行应对，而且要采取措施同国外相关集团沟通

协调，从源头上遏止反倾销诉讼的发生。 

在当前，反倾销成为各经济体广泛使用的贸易救济措施，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遭遇

反倾销将成为常态，为此，中国政府要另辟蹊径，特别重视同贸易伙伴签订特惠贸易协定，

以达到稳定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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